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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农户偏好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研究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实证分析

贾亚娟，赵敏娟

摘　要：纳入农户偏好设计合理的分类模式是全面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评价分

类治理农户社会福利变化的重要依据。本文运用选择实验法，设计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农户选择实验情

境，利用 Ｍｉｘｅｄ　Ｌｏｇｉｔ模型探究陕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农户偏好，进一步通过补偿剩余的测算评估生活

垃圾分类治理的农户社会福利变化以及分类治理成本。结果表明：农户对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具有较强偏好，

而且对宣传培训、清洁工上门收集垃圾频次以及生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水平具有显著偏好；农村生活分类治

理可以显著改善农户的社会福利，平均每户的福利增量为２２．０３３　１元／月；在农户偏好的生活垃圾分类最优

模式中，为改善自身福利获取收益，农户愿意支付的金额可以弥补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一部分成本；另外，

年龄、受教育程度、环境关心以及社会资本中网络、信任、规范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分类治理的偏好。据此建

议，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需要根据农户偏好设计合理的分类模式以提升农户社会福利，可借助农户环境关

心水平的提升、村庄社会资本环境的优化、年轻人思想教育的强化等措施来保障分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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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而剧增的生活垃圾仍未获得有效治理，“垃圾靠风刮”以及随
处丢弃等现象依然出现在村落图景中［１］。目前多数农村地区通过 “户投放—村收集—镇／街道运输
—县／区／市集中”的混合处理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种方式虽然表面上解决了村落的脏、乱、差
等环境问题，但实质上对土壤、地下水以及空气带来了严重的二次污染，并未真正实现有效治
理［２］。生活垃圾分类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以及可持续治理的有效途径。近年来，生
活垃圾分类已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２０１６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行垃圾分类制度［３］；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多项政策文件强调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建设美
丽乡村；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年连续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进行了重点部署［４］［５］，
指出要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减量、资源化处理，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治理提供了依据。

—１９—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1.06.009



农户不仅是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源头，也是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源头，还是生活垃圾分类
治理的直接受益者，在其治理成效中可以获得一定的社会福利。因此，只有立足农村，发挥农户主
体作用，依据其偏好设计合理的分类模式，才能有效持续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提升农户的
社会福利。目前，部分学者在生活垃圾治理的农户支付意愿［２］［６］、参与行为［７］、意愿与行为差
异［８］［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对不同村落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１０］［１１］［１２］；而
关于农户偏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设计、生态补偿、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１３］［１４］［１５］。总的来看，
农户支付意愿、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以及农户偏好的研究都有所涉及，但是纳入农户偏好讨论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通过补偿剩余的测算评估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农户社会福利变化以及比较分类
治理成本收益的研究并未见到。这为本文展开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空间。
尊重农户偏好是其在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中主体地位的体现。近几年国内外应用研究表明，可以

运用选择实验法 （Ｃｈｏｉ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ＣＥ）获取更多被调查者的偏好信息［１６］，以更好地揭示被调
查者的选择偏好以及社会福利变化。因此，本文借助选择实验法设计了由宣传培训、清洁工上门收
集垃圾频次、清洁工清运垃圾频次、生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水平以及支付意愿５个指标属性组合的
模拟实验情境，结合陕西农村８５８个农户的实验调查，运用 Ｍｉｘｅｄ　Ｌｏｇｉｔ模型测度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治理的农户偏好，通过补偿剩余测算农户支付意愿以反映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农户社会福利变
化，进而比较分析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本收益。纳入农户偏好探究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对
发挥农户主体作用，准确评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农户社会福利变化以及分类治理的成本收
益，切实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实验流程及模型设定

（一）实验流程
选择实验的理论基础源自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提出的随机效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产品或服务的属性决

定了被调查者获得的效用，效用变动可以反映其社会福利变化［１７］，因此，农户在生活垃圾分类治
理中获得的效用来自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各指标属性。选择实验法可以将生活垃圾分类这个研究目
标分解为若干个服务指标属性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通过调整每个指标属性的赋值水平 （Ｌｅｖｅｌｓ）来实现
不同水平组合下的选择集 （Ｃｈｏｉｃｅ　Ｓｅｔ），要求被调查者从一系列组合的选择集中，选择他们认为最
优的选项完成投票 （Ｖｏｔｉｎｇ），进而运用随机效用函数对被调查者的投票结果进行评估，获取其偏
好信息。基于此，本文结合 Ｈｅｎｓｈｅｒ等［１８］提出的有关选择实验法实施步骤，设计了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治理农户选择偏好的模拟实验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１．指标体系构建。根据实验目的，课题组成员搜集整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以及农户支付意愿
相关文献，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２０１７年６月公布的 “第一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和资源化利用”１００个示范县 （区、市）中陕西省４个示范县 （区、市）的１０个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村以及其他非试点村进行了走访调查，通过专家咨询及焦点小组访谈对文献和试点村的具体情况
进行探讨，确定了选择实验的指标属性及其水平值。

２．实验基础设计。首先完成了彩色调研辅助讲解手册 （以下简称 “小册子”）的设计，主要包
含热身问题 （Ｗａｒｍｉｎｇ－ｕｐ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生活垃圾污染情况、分类示意图、ＣＥ指标的解析和投票示
例等内容［１９］；然后运用软件Ｎｇｅｎｅ１．１．１对各指标属性进行正交实验设计，优选出部分具有代表性
的实验组合［２０］，形成ＣＥ问卷。

３．预调研。在正式调研实施的部分地区随机选取农户进行实验组合投票，并且与农户进行深
入交流，运行计量模型检验实验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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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实验设计修改完善。根据预调研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再次进行正交实验设计并优选实验
组合，重新形成ＣＥ问卷。

５．正式调研。对调研员进行问卷培训，特别是有关小册子的讲解以及实验情境的营造，以保
证被调查者进行最优的组合投票；在调研地区进行科学分层抽样，选择样本实施调研。

（二）模型设定
选择实验法包含多个指标属性不同水平值组合而成的选择集，非常直观且便于比较，可以测算

不同指标属性的边际效用值以及整个实验情境的效用。而且，随机效用理论假定理性参与实验者一
般都会选择自身效用最大的方案［２１］［２２］。因此，本文借助选择实验法，比较分析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治理农户选择偏好的效用大小 （效用最大化代表农户选择的最优备选方案），进而通过随机效用函
数及参数估计来揭示分类治理前后的农户社会福利变化。
在ｎ个指标属性组合的选择集Ｍ 中，假设参与实验农户ｔ选择第ｊ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备

选方案的真实效用为Ｕｔｊ，如下式［１８］［２３］：

Ｕｔｊ＝Ｖｔｊ＋εｔｊ （１）
其中，Ｖｔｊ为可观测部分，εｔｊ为随机项，表示参与实验农户进行选择的不可观测部分，其概率

密度函数记为ｆ （ε），并通常假设其服从类型Ｉ的极值分布 （即Ｇｕｍｂｅｌ分布）。根据效用最大化理
论，任意ｊ≠ｍ，当Ｕｔｊ＞Ｕｔｍ时，参与实验农户ｔ在全部的选择集组合Ｍ 中选择备选方案ｊ而非备
选方案ｍ，此时的概率可以表示为Ｐｔｊ：

Ｐｔｊ＝ｐｒｏｂ （Ｕｔｊ＞Ｕｔｍ）＝ｐｒｏｂ （Ｖｔｊ＋εｔｊ＞Ｖｔｍ＋εｔｍ，ｊ≠ｍ，ｊ∈Ｍ，ｍ∈Ｍ）

＝ｐｒｏｂ （Ｖｔｊ－Ｖｔｍ＞εｔｍ－εｔｊ，ｔ≠ｍ，ｔ∈Ｍ，ｍ∈Ｍ） （２）
其中，可观测部分效用Ｖｔｊ为线性函数，公式可表示为：

Ｖｔｊ＝αｔＡＳＣｔｊ＋βｔＸｔｊ＋γｔＷＴＰｔｊ＋θｔＡＳＣｔｊＺｔｊ （３）
其中，ＡＳＣ为备择常数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用于表示不分类保持现状的基准效

用。参与实验农户选择任一种分类备选方案时，ＡＳＣ赋值为１；选择保持现状，赋值为０。因此，

ＡＳＣ系数为正，表示参与实验农户具有生活垃圾分类偏好。Ｘｔｊ和ＷＴＰｔｊ分别表示参与实验农户ｔ
选择方案ｊ的指标矩阵和家庭所需支付的费用，αｔ、βｔ和γｔ是各属性指标的系数均值，代表参与实
验农户对相应指标的偏好程度。Ｚｔｊ是参与实验农户ｔ的社会经济信息特征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家
庭特征、环境关心和社会资本等变量。ＡＳＣｔｊＺｔｊ为备择常数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环境关心和社
会资本等变量的交互项，反映这类变量对参与实验农户选择偏好的影响。

Ｍｉｘｅｄ　Ｌｏｇｉｔ模型可以纳入参与实验农户偏好的随机性特征，估计结果相对更加稳健。因此，
本文运用 Ｍｉｘｅｄ　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估计，模型假定参与实验农户ｔ从ｍ 个备选方案中选择方案ｊ的概
率为［２４］：

Ｐｔｊ ＝
ｅｘｐ（αｔＡＳＣｔｊ＋βｔＸｔｊ＋γｔＷＴＰｔｊ）

∑Ｍｅｘｐ（αｔＡＳＣｔｊ＋βｔＸｔｊ＋γｔＷＴＰｔｊ）
（４）

进一步，借助仿真似然技术，计算可以得到偏好方程中的相关系数均值及标准差［２５］，并根据
公式计算参与实验农户的补偿剩余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ｐｌｕｓ，ＣＳ），以评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
的农户社会福利变化，具体公式如下：

ＣＳｊ ＝
１
γｔ
［（αｔ＋βｔＸｔ０）－βｔＸｔｊ］＝

１
γｔ
（Ｖ０－Ｖｊ） （５）

其中，ＣＳｊ为参与实验农户对特定分类模式ｊ的总体支付意愿；γｔ 为农户支付意愿的系数均
值；Ｘｔ０是不分类时评估指标Ｘ的水平值；Ｘｔｊ是分类模式ｊ的评估指标Ｘ 的水平值；Ｖ０ 是目前生
活垃圾治理情况，Ｖｊ是分类模式ｊ实施后生活垃圾治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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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设计

（一）评估指标选取及水平值设定
选择实验评估指标的选取及水平值的设计是选择实验法成功实施的关键。因此，本文对实验评

估指标的选取遵循以下原则：基于生活垃圾分类治理４个环节 （投放、收集、运输、处置）选取指
标，体现分类治理的流程；确保实验指标直观易懂，便于农户在不同选择集中进行比较；保证指标
属性与生活垃圾治理政策相关，反映急需实施的分类指标属性。
为了科学合理地设计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选择实验的评估指标及水平值，课题组在问卷设计

前后进行了三次走访预调研。２０１８年３—４月对陕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村进行了实地调查与村
干部访谈。２０１８年的５月、１１月课题组成员对陕西非试点村的生活垃圾治理情况以及分类宣传等
情况进行走访了解。在这两次预调研的基础上确定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基本现状，课题组进
一步结合文献梳理及焦点小组访谈，设计完成了实验小册子、评估指标和ＣＥ问卷。随后，课题组
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对５４个农户进行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情境模拟实验以及深入访谈，并且对实
验指标、调研数据进行了修正与计量分析，最终确定了包括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４个评估指标 （投
放、收集、运输、处置４个环节各设定１个指标）以及１个支付意愿指标：宣传培训、清洁工上门
收集垃圾频次、清洁工清运垃圾频次、生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水平以及支付意愿。具体如表１
所示。

表１　选择实验 （ＣＥ）评估指标及水平值

评估指标 指标描述 水平值

宣传培训 简单宣传：指通过村庄墙面、宣传栏、宣传车等进行分类治理的

宣传指导

入户宣传培训：指除简单宣传外，每户发放宣传手册和分类指引

牌，专门人员进行分类培训演示、指导分类

简单宣传 （不入户）

入户宣传培训

清洁工上门

收集垃圾频次

清洁工上门收集、二次分拣垃圾的频次 不收集 （自行倾倒到指定点）

每两天收集一次

每天收集一次

每天收集两次

清洁工清运

垃圾频次

清洁工清运垃圾频次：指各农户的生活垃圾集中到村子指定统一

堆放点后，清洁工将统一堆放的垃圾清运到专门的垃圾处置点的

频次

每周清运一次

每周清运两次

每周清运三次

生活垃圾末端

分类处置水平

两类：可回收—卖钱、其他—填埋

三类：可回收—卖钱、可腐烂—堆肥、其他—填埋

四类：可回收—卖钱、可腐烂—堆肥、有毒有害—再生利用公司

回收、其他—填埋

两类

三类

四类

支付意愿 您家每月愿意为各方案支付的费用：如果您选择 “现状” （不参

与），则无需付费 （０元）；如果您选择有分类措施的 “方案１”或

者 “方案２”，则您家庭每月需要付费５元、１０元、１５元或２０元

０元

５元

１０元

１５元

２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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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宣传培训。农户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投放直接关系着其他三个环节分类的实施，关系着分类
治理的成败。农户能否积极而且正确地进行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投放，需要相关的宣传引导，激发其
正确分类投放的积极性和信心。近几年，随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有关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不
断推进，大多数村落都设置了生活垃圾分类宣传画、宣传栏等。预调研中发现，有些农户认为虽然
村庄已有相关宣传，但自己对于如何分类还是不明白、不清楚，不会分类，希望得到更详细、更具
体的分类引导或者培训。因此，在分类投放环节，本文将 “宣传培训”指标设置为 “简单宣传 （不
入户）、入户宣传培训”２个水平值。

２．清洁工上门收集垃圾频次。目前，没有实行垃圾分类的农村地区基本上都是农户将垃圾自
行倾倒至村内的统一堆放点，然后由村里统一处理，自行填埋或者运输到县 （区、市）的垃圾填埋
点。据预调研了解的情况，部分农户愿意在家里进行分类投放，但是并不愿意将分类后的垃圾送至
统一堆放点。清洁工能够上门统一收集不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可以对分类不正确的进行二次
分拣。结合试点村清洁工上门收集垃圾的频率，本文将 “清洁工上门收集垃圾频次”指标设计为
“每两天收集一次、每天收集一次和每天收集两次”３个水平值。

３．清洁工清运垃圾频次。生活垃圾集中到村子的统一堆放点后，需要定期对统一堆放点的垃
圾进行清运。如果不清运或者清运不及时，容易产生异味而且蚊蝇萦绕，影响村庄公共环境卫生。
在走访调查中，很多农户认为统一堆放点的垃圾需要及时清运，否则影响村容村貌、空气质量，尤
其是在夏季的影响更大。目前，各村集中清运垃圾的频次基本上是每周最少一次、最多三次。因
此，本文根据等距原则将 “清洁工清运垃圾频次”指标设定为 “每周清运一次、每周清运两次、每
周清运三次”３个水平值。

４．生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水平。只有分类各环节环环相扣，才可以保证全面实现生活垃圾的
分类治理及资源化利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增加治理成本、影响分类治理的效果，甚至前
功尽弃。课题组成员与农户进行深入交流时，很多农户担心自己进行垃圾分类以后，在收集运输以
及最后的处置环节垃圾又被混在一起，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分，以免既浪费精力又浪费时间。农户
的这种顾虑在个别试点村也有出现，极大地影响了农户源头分类的热情。为了便于农户更好地理解
垃圾分类并树立分类的信心，本文根据生活垃圾现行分类标准，将垃圾分类最后一个环节的 “生活
垃圾末端分类处置水平”指标设定为 “两类、三类、四类”３个水平值，并对每一类生活垃圾处置
方式进行了详细说明。

５．支付意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可以改善村庄居住环境，提升农户生活幸福感，改善农
户社会福利，因此，农户可能愿意支付一定费用来实现福利的改善。这部分费用反映了农户对环境
改善的经济价值估计，在环境经济学中一般通过支付意愿 （ＷＴＰ，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ｙ）进行评
估［１９］。基于此，本文借助支付意愿测度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实施前后农户效用的变动，以反映农户
社会福利变化情况。相关研究表明，农户愿意支付一定费用改善农村环境［２］［２６］，而且愿意支付的
垃圾治理费用平均为１３．１４３元／月／户［２］。而农户愿意以及能够支付多少费用以确保垃圾分类治理
带来社会福利的改善，需要进一步结合实践确定。实践中，目前个别村庄农户需要支付一定的垃圾
治理费 （主要用于村里垃圾清理以及清洁工工资的部分支出），每户每月支付５元、８元、１０元或

１２元几个不同标准。这些标准基本上是结合当地消费水平以及村民代表的意见而确定的。为了更
科学地确定农户支付标准，本文借助开放式的条件价值评估法 （ＣＶＭ），通过直接询问获知农户家
庭每月的支付意愿，基本上在５～２０元。基于此，根据等距原则，将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农户 “支
付意愿”设定为 “０元、５元、１０元、１５元、２０元”，以揭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农户支付偏好，
反映农户社会福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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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交实验及问卷设计
选择实验问卷设计首先是通过正交实验，将不同水平的指标属性组合形成直观的备选方案，然

后将不同备选方案组合成选择集，最后将选择集组合为实验问卷 （根据已有经验，一般情况是每３
个选择集组合形成１个版本的问卷）。

由表１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指标属性及水平个数可知，本研究可能的备选方案有３６０个 （２×
４×３×３×５＝３６０），可能的选择集有６４　６２０个 （Ｃ２３６０＝６４　６２０）。在实际中，如果将各组实验各模拟

１次，则需要６４　６２０个实验对象，耗费成本高，难以实现。因此，本研究根据隐含价格方差最小化
原则，通过正交实验设计软件Ｎｇｅｎｅ１．１．１进行优化，生成了１２组３６个选择实验集，有效实验设
计检验结果Ｄｅｒｒｏｒ＝０．０３６　１，Ａｅｒｒｏｒ＝０．０７８　２。最后对占优选择实验集进行调整［２０］，形成１２个版本
的ＣＥ问卷，每个版本问卷包含３个选择集，也就是每个参与实验农户将进行３次独立投票实验，

每次投票时，参与实验农户根据家庭实际情况从３个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

此外，为了农户能够准确无误地理解实验问卷，保证选择实验的成功实施以及调研数据的可靠
性，本文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结合预调研情况，要求调研员利用彩色图文小册子对参与实验的农
户详细介绍各指标属性及不同水平值的含义，将参与实验农户有效带入选择实验模拟情境，使其准
确理解问卷内容；二是问卷设计采用图文结合的形式 （如图１所示：其中１个版本的第２个选择
集），可以使实验情境更加形象且具有趣味性，有利于农户理解；三是调研实施前，对调研员进行
有关选择实验调研流程及注意事项的培训，以保证农户投票的规范性与科学性。

图１　选择实验 （ＣＥ）调研问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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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正式调研于２０１９年１月开展，在陕西农村地区选取了与４个试点区 （县）相邻的延

安市安塞区、西安市临潼区、安康市平利县、渭南市合阳县４个非试点区 （县）作为调查区域。实
地调查依据 “区 （县）—乡镇 （街道）—自然村—农户”分层及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展开，在综
合考虑各区 （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比例以及交通条件等社会经济条件基础上，每个区 （县）
选取３个共１２个乡镇 （街道），每个乡镇 （街道）选取３至６个自然村，共５２个自然村，每个自
然村随机抽样１５—２０个共９００个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 （每份问卷包含３次选择实验），并通过农户
及调研员对参与实验农户的问卷理解程度及完成态度进行了双重评价，剔除无效问卷４２份，最终
得到有效问卷８５８份 （实验２　５７４次），有效率为９５．３３％。其中，延安地区２１２份 （２４．７１％），西
安地区２１４份 （２４．９４％），渭南地区２１２份 （２４．７１％），安康地区２２０份 （２５．６４％）。

（二）变量描述
在 Ｍｉｘｅｄ　Ｌｏｇｉｔ模型实证分析中，包含选择实验指标属性以及参与实验农户社会经济信息特征

两类变量，社会经济信息特征变量主要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环境关心及社会资本等，具体如
表２所示。

表２　指标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指标／变量 指标／变量名称 指标／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ＣＥ指标 宣传培训 简单宣传＝０，入户宣传培训＝１　 ０．３３３３　 ０．４７１４

清洁工上门收集垃圾频次 不收集＝０，每两天一次＝０．５，每天一次＝１，

每天两次＝２

０．５８３５　 ０．７３２５

清洁工清运垃圾频次 每周清运一次＝１，每周清运两次＝２，每周清

运三次＝３

１．６６６１　 ０．８１８１

生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水平 两类＝２，三类＝３，四类＝４　 ２．６６９０　 ０．８１７７
每月家庭付费 （元） ０，５，１０，１５，２０　 ８．３２４９　 ７．４４９８

个体特征 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６６２０　 ０．４７３１
年龄 （岁） 受访者的实际年龄 ５１．１２５９　 １２．６７８１
受教育年限 （年） 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 ７．８２５８　 ４．１０６８
是否党员或村干部 是＝１，否＝０　 ０．３５２０　 ０．４７７６

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数 （人） 受访者的家庭人口数 ４．５７９３　 １．７７３８
家庭年收入 （万元） ２０１８年家庭总收入 ６．９０８１　 ８．３４０７

环境关心 ＣＮＥＰ量表 很不同意＝１，不太同意＝２，说不清／不确定＝

３，比较同意＝４，非常同意＝５

３．８３７５　 ０．６５４６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因子”主成分标准化得分 ０．０００３　 １．０００９

社会信任 “人际信任因子”与 “制度信任因子”主成分标

准化得分的加权平均值

－０．０００６　 ０．７５４９

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因子”主成分标准化得分 －０．０００７　 ０．９９９３

　　 注：社会信任因子计算公式：社会信任＝ （０．４７０　４６＊人际信任＋０．２１１　７８＊制度信任）／０．６８２　２４。

１．个体及家庭特征。从表２的描述统计看，调研样本的男性约为女性的２倍，平均年龄约５１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约７．８年，党员或村干部占总样本的３５％；参与实验农户的家庭人口数平均
在４—５人之间，２０１８年的家庭总收入平均为６９　０８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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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环境关心。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以及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等环境保护行为会受其环境态度
以及环境关心程度的影响［２］［２７］，因此，本文在实证分析纳入了环境关心变量。该变量借鉴洪大用
提出的中国版环境关心五级量表 （ＣＮＥＰ）进行测量［２８］，得分越高意味着农户环境关心水平越
高［２９］。本次调查农户的环境关心均值为３．８３７　５，说明农户具有较高的环境关心水平。

３．社会资本。目前，社会资本中的网络、信任和规范被学者普遍认为是有效激励和保障农户
参与环保行为的重要因素，是破解农村环保公共物品供给中 “公地悲剧”的核心和基础［３０］［３１］，因
此，本文将社会资本的这三个维度纳入实证分析：（１）通过３个具体问题分析农户社会网络，并采
用探索性因子进行降维 （ＫＭＯ值为０．６２４，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值为６　３２７．４８４）；（２）通过农户对
家人、朋友、亲戚、邻居、村干部、当地政府、村里制度法规及生活垃圾治理相关制度的信任程度

８个具体问题反映其社会信任状况，因子分析提取了 “人际信任”和 “制度信任”两个公因子
（ＫＭＯ值为０．８０４），并进一步根据各因子得分与其方差贡献率，采用加权平均方法计算得到人际
信任与制度信任；（３）通过３个具体问题衡量社会规范，同样进行了降维处理 （ＫＭＯ值为０．６１４，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值为１０　０２４．１９７）。这三个维度变量的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在１％的统计水平上
均显著，具体问题设置及因子分析原始指标如表３所示。

表３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原始指标

原始指标 指标含义 均值 标准差
累积方差

贡献率／％

社会网络 到邻居家串门的频率：从不＝１，较少＝２，一般＝３，较多＝４，

非常多＝５

３．３８５８　 １．２０９１　 ６６．１３３

家里有客人来访的频率：赋值同上 ３．４６５０　 １．０９９７

经常和乡亲们一起玩乐 （打牌、打麻将、下棋、跳舞）的频率：

赋值同上

２．７８５５　 １．３５２２

社会信任

（人际信任）

对家人的信任程度：非常不信任＝１，比较不信任＝２，一般＝３，

比较信任＝４，非常信任＝５

４．８９１６　 ０．３４９７　 ６８．２２４
（４７．０４６）

对朋友的信任程度：赋值同上 ４．５６５３　 ０．６２２９
对亲戚的信任程度：赋值同上 ４．３３６８　 ０．７５５５
对邻居的信任程度：赋值同上 ４．２８３２　 ０．７８４６

社会信任

（制度信任）

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非常不信任＝１，比较不信任＝２，一般＝

３，比较信任＝４，非常信任＝５

３．８９３９　 １．０５０８　 ６８．２２４
（２１．１７８）

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程度：赋值同上 ３．９７４４　 ０．９８９２
对村里制度法规的信任程度：赋值同上 ３．９２４２　 ０．９９３１
对生活垃圾治理相关制度的信任程度：赋值同上 ３．７８７９　 １．０１９３

社会规范 村里集资处理生活垃圾，不出钱不交钱会被村民嘲笑：非常不同

意＝１，比较不同意＝２，一般＝３，比较同意＝４，非常同意＝５

３．９３３６　 １．１２１６　 ７１．００４

在本村生活很有安全感：赋值同上 ４．４１０３　 ０．６８０８
作为本村村民感到光荣：赋值同上 ４．４２０７　 ０．６９５６

五、实证分析

（一）Ｍｉｘｅｄ　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借助Ｓｔａｔａ１５．０软件进行 Ｍｉｘｅｄ　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将ＡＳＣ项和支付意愿设为固定参数，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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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得到其均值，将宣传培训、清洁工上门收集垃圾频次、清洁工清运垃圾频次以及生活垃圾末端分
类处置水平设为随机参数，估计得到各参数的均值和标准差［２０］［２５］。考虑到Ｍｉｘｅｄ　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的
稳健性，分别对只有指标属性变量的模型Ⅰ和包含了社会经济信息变量交互项的模型Ⅱ进行了估
计。从模型整体拟合优度来看，两组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一致，似然比检验均达到了１％的显著水
平，说明估计结果较为稳健，而且模型Ⅱ拟合效果优于模型Ⅰ。因此，下文主要依据模型Ⅱ进行详
细分析 （如表４所示）。

表４　Ｍｉｘｅｄ　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结果

指标／变量
模型Ⅰ 模型Ⅱ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固定参数均值 ＡＳＣ －４．３５１８＊＊＊ ０．３０９８ －３．５０６７＊＊＊ １．１０５７
Ｍ．（支付意愿） －０．２８１９＊＊ ０．０１９６ －０．２６４８＊＊＊ ０．１８４６

随机参数均值 Ｍ．（宣传培训） ０．２６０８＊ ０．１６１１　 ０．３１２１＊ ０．１６０９
Ｍ．（清洁工上门收集垃圾频次） ０．６２７１＊＊＊ ０．１０３０　 ０．６７１０＊＊＊ ０．０３９６
Ｍ．（清洁工清运垃圾频次） ０．１３４２　 ０．０８６３　 ０．１３３０　 ０．０８２８
Ｍ．（生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水平） ０．３０３０＊＊＊ ０．０９８８　 ０．２７５０＊＊＊ ０．０９２７

随机参数标准差 Ｓ．Ｄ．（宣传培训） ３．４２５６＊ ０．２８２６　 ３．１５８２＊＊ ０．２５７５
Ｓ．Ｄ．（清洁工上门收集垃圾频次） １．５１６１＊＊＊ １．１６４０　 １．４３０７＊＊＊ ０．１５３５
Ｓ．Ｄ．（清洁工清运垃圾频次） １．３４３７＊＊＊ ０．１４９４　 １．０６１３＊＊＊ ０．１３５３
Ｓ．Ｄ．（生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水平） １．７２４５＊＊＊ ０．１３９３　 １．５９９１＊＊＊ ０．１４６４

交互项均值 ＡＳＣ×性别 ０．１９４６　 ０．２７１５
ＡＳＣ×年龄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１０９
ＡＳＣ×受教育程度 ０．０５９０＊ ０．０３５８
ＡＳＣ×是否党员或村干部 ０．３７２８　 ０．２７３９
ＡＳＣ×家庭人口数 －０．０５４３　 ０．０６５３
ＡＳＣ×家庭年收入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１８７
ＡＳＣ×环境关心 ０．５１９８＊＊＊ ０．１９８８
ＡＳＣ×社会网络 ０．２６２３＊ ０．１２６３
ＡＳＣ×社会信任 ０．３２１３＊＊＊ ０．１６５５
ＡＳＣ×社会规范 ０．３８７４＊ ０．１２７７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２００２．３２９８ －１９８２．０９０７
ＬＲ　ｃｈｉ２ （４） ５１５．４０＊＊＊ ４７４．６５＊＊＊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从固定参数均值来看，备择常数 ＡＳＣ项的均值显著为负，说明参与实验农户拒绝保持现状，

具有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显著偏好，期望分类治理带来的环境改善；支付意愿估计结果在１％统计
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参与实验农户倾向于通过支付较少的费用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获得环境
改善和社会福利的增加，符合理论预期。

从随机参数均值来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各指标中的宣传培训在１０％统计水平上显著为
正，清洁工上门收集垃圾频次以及生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水平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
入户宣传培训、清洁工上门收集垃圾频次增加以及生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水平提高均能提升参与实
验农户的效用水平，农户对于这三个指标属性的改善具有显著偏好。因此，可以说明参与实验农户
倾向于支付较少的资金从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中获得更好的社会福利，比如入户宣传培训指导、上门
收集垃圾频次的增加以及更高的末端分类处置水平，与理论预期相符。同时，各评估指标的系数均
值反映了农户对分类治理不同环节指标的相对偏好程度，例如清洁工上门收集垃圾频次和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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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分类处置水平的系数均值分别为０．６７１　０和０．２７５　０，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清洁工
上门收集垃圾频次提升一个单位 （从 “每天收集一次”到 “每天收集两次”）对农户效用的影响是
生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水平提升一个单位 （从 “三类”到 “四类”）的２．４４倍。此外，清洁工清运
垃圾频次的均值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参与实验农户认为村内垃圾统一堆放点相对距家较远，对自
家的生活不会影响太大，并不希望通过自身付费来增加村内垃圾清运的频次，从而导致其参数均值
不显著。
从随机参数的标准差来看，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４个指标均通过了１％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

验，表明参与实验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指标的偏好存在显著异质性，具有随机性特征。这一结果
体现了 Ｍｉｘｅｄ　Ｌｏｇｉｔ模型放宽 “无关备择选项独立性”假定的相对优势，可以更好地揭示不同农户
选择中存在的异质性，更加贴近现实［３２］。
从农户社会经济信息特征变量的影响来看，（１）ＡＳＣ与农户个体、家庭特征的交互项：性别、

是否党员或村干部、家庭人口数以及家庭年收入与 ＡＳＣ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表明这些因素并
不影响参与实验农户的方案选择；调查样本的年龄与 ＡＳＣ交互项的系数在５％的统计水平显著为
负，受教育程度与ＡＳＣ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相对年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选择保持
现状的可能性越低，偏好于通过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改善社会福利。（２）ＡＳＣ与环境关心的交互项：
农户的环境关心水平与ＡＳＣ交互项的系数在１％的统计水平显著为正，表明环境关心对农户的方
案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即环境关心水平高的农户对于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具有显著偏好。可能的原因
在于，环境关心水平高的农户意识到的环境问题和支持解决这些问题的程度较高，环境保护意识较
强，更倾向于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改善村庄环境，增加其社会福利效应。（３）ＡＳＣ与社会资本三
个维度的交互项：社会网络、信任以及规范与 ＡＳＣ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三个维度都影响农
户的方案选择，而且社会信任的显著性高于网络和规范，说明农户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社会信任
程度越高、社会规范水平越高，选择保持现状的可能性则越低，更倾向于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可能
的解释是，与邻居乡亲互动频率越高的农户获取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相关信息越多，友好的人际
信任关系以及良好的生活垃圾治理相关制度为农户进行垃圾分类营造了良好的信任环境，而且 “软
约束”机制的社会规范会使违背村规民约的行为遭受一定的舆论压力，规范农户采取符合有利于村
庄良好发展的行为。因此，社会网络、信任以及规范正向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偏好，增强农户的
环境保护行为。

（二）农户社会福利分析
补偿剩余反映了在特定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情境下，每个农户家庭平均每月的支付意愿，是

对目前生活垃圾治理现状改变的整体效用评价，是分类治理所带来农户社会福利的增加量。在这
里，本文以分类治理实施前的现状和实施后的最优状态作为效用变化的基点反映农户社会福利的改
善，现状：投放环节———简单宣传，收集环节———不上门收集 （自行倾倒到指定点），运输环节
———每周清运一次，末端处置环节———两类；最优状态：投放环节———入户宣传培训，收集环节
———每天收集两次，运输环节———每周清运三次，末端处置环节———四类。结合表４估计结果，根
据公式 （５）计算得到农户对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平均每月支付意愿为２２．０３３　１元／户，也就是说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可以显著改善农户的社会福利，平均每户的福利增量为２２．０３３　１元／月。

（三）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成本收益分析
实证结果显示，在农户偏好的最优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中，平均每户每月愿意支付２２．０３３　１元

用于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以增加自身的社会福利，获取一定的收益。那么，农户支出的金额所产生
的收益是否可以弥补生活垃圾分类最优模式的治理成本或者可以弥补多少？在此，本文进一步结合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成本进行比较分析。贾亚娟等２０１９年在陕西试点村的研究结果显示，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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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Ａ区Ｅ村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达到了农户偏好的最优模式，分类治理的年总成本为１０８．７７万
元，农户数５６７户［１１］。按照本文的实证结果以及Ｅ村的实际投入成本计算，农户每年愿意为生活
垃圾分类治理支付的金额所产生的收益为１４．９９万元，可以弥补该村全年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成本的
１３．７８％。从Ｅ村的实际情况来看，治理成本高于农户收益，但是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具有很强
的正外部性，不仅可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还可以改善空气、土壤、水质，产生良好的生态、社会
与经济效益，而且农户不是唯一的受益者，政府以及其他社会公众也是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受
益者。

六、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１．农户对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具有较强偏好，且农户对宣传培训、清洁工上门收集频次以及生
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水平具有显著偏好。从农户的社会经济信息特征的影响来看，年轻的、受教育
程度高的农户具有较强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偏好；环境关心水平越高、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社会信
任程度越高、社会规范水平越高的农户选择保持现状的可能性越低，生活垃圾分类的偏好越强。

２．补偿剩余的测算结果表明，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可以提升农户参与分类治理的获得感，
增加农户的社会福利收益，平均每户的福利增量为２２．０３３　１元／月。

３．成本收益分析显示，在农户偏好的生活垃圾分类最优模式中，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分类治
理支付的金额产生的收益可以弥补分类治理的一部分成本。农户不是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唯一受益
者，政府以及其他社会公众也从中受益。具有正外部性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需要政府、市场、第三
方、农村社区多主体共同参与、合作供给。

（二）讨论
近几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以及资源化利

用，而就地分类治理与资源化利用需要基于农户偏好推行合理的分类模式以及相关制度。农户选择
偏好是农户社会福利改善的评价基础，是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有效实施的根源，加强这方面的研
究是进一步完善就地分类治理以及人居环境改善的理论基石和重点所在。

１．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不能仅仅自上而下、简单地设定模式以及标准，而是需要尊重农户
偏好，探究科学合理的分类模式，评估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农户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因此，本文纳
入农户偏好研究农村生活分类治理问题，测算分类治理的农户社会福利，对陕西农村地区生活垃圾
分类模式的设定、农户付费标准的制定以及治理成本收益的核算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２．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基于陕西农村地区农户的实证分析，可以通过效益转移的方法将研究结
果进行转化，应用于其他类似地区，以便节约问卷设计及调研成本。同时，可以借鉴本文的研究方
法和计量模型，在其他差异较大的农村地区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农户选择偏好及社会福利研究
的总体设计。

３．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不仅需要发挥农户主体作用，而且需要政府、村集体以及其他公益组织
积极参与，加强宣传分类治理的生态、社会与经济效益，提升农户的环境认知水平和环境关心程
度；进一步通过文化建设、社区活动等构建良好的村庄社会资本环境，提升农户之间的互动交流水
平、信任程度以及村庄规范制度；加强对农村年轻人的教育及引导，通过年轻人的参与带动其他群
体的参与，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优化农村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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